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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性似乎是一种共识，本文基于中国金融调查数

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基准模型和异质性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后发现，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影响均未达预期。 如果没有相匹

配的农业合作组织以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农地确权本身并不会通过提高农地流转率

或改善长期投资激励等方式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本文证实农地确权对农业生

产规模的效率决定，受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影响较大，而农业生产纯技术效

率则不受影响。 但综合看来，社会化服务水平的完善情况对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的影响要优

于农业生产组织对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的影响。 因此，现阶段单纯推动农地确权制度改革对

农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不大，而进一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把同质性小农户组织起来，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包括外包机制在内的社会化服务，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生产规模效率

和综合效率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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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值得考察，其背后的原因也要引起关注，就确权谈确权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是无甚多意义的。 已有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明晰且稳定的产权制度可以通过鼓励农业长期投资

（Ｈｏｓａｅｎａ 等，２０１５）、降低市场交易费用（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等，２０１１）和促进规模经营等途径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Ｈｏｌｄｅｎ 等，２００７），但也有研究证实农地确权强化农户土地占有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

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冯华超等，２０１９；胡新艳等，２０１６）。 ２０２２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权保持稳定、顺利延包的同时也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发展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 其表

明在探讨农地确权生产率效应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农业组织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等是否为其

提供了必要支持。 对于传统经营模式下的小农经营主体，通过确权提高其生产效率的传导机制并不

一定成立，甚至会由于地权安全性感知强化后带来的抛荒、弃耕等造成对生产效率的损失（罗必良

等，２０２０）。 一个重要的判断是，农地确权政策背景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极强的情境、现实和

对象的依赖性，农地确权政策效果的发挥有赖于农业生产组织管理和生产条件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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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的建立可以稳定行为主体的财产处置预期。 作为对理论的政策响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尝试通过明晰农地产权来诱发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已有文献

针对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程令国等，２０１６；冀县卿等，２０１８；叶剑平等，２０１８）、信贷可得性、投资激励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等，２０１８；钟甫宁等，２００９）和劳动力转移等要素配置效应的提升进行了集中性探讨（陈媛

媛等，２０１７），相比之下，对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直接研究则相对较少且结论不一。
同样是农地确权政策，为何对部分研究对象得以在降低交易费用、增进土地流转、刺激农业投资

等方面发挥作用，对部分研究对象则不然？ 事实上，农村经济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土地产权的法律规定

性，更在于这一界定性成立后，以追求生产效率为目标的经营主体对土地权能的可应用性。 三权分置

的制度优势已不言而喻，但经农地确权界定之后的土地权能并不必然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相对应，尤
其是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之后形成了大量的“不在承包权”（邓宏图等，２０２１），加之农地确权后农民

对具体地块的占有权进一步被强化，土地利益预期加强，村组调整地块的能力大大弱化，分散化、细碎

化经营以及农地抛荒现象被逐步固化（罗必良等，２０２０），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农地确权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的制度效力难以形成（匡远配等，２０２１）。 综合来看，可以发现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并不是单一维度下的作用机制，也不是简单农地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率所能全面反映的，而当前研究一

方面仅停留在对内在机制的检验，未能对因果关系结论不一的现象提供可能的解释，另一方面未能从

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三方面对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全方位综合考量。 因此，针对农地确权

的效率决定研究仍需进一步探讨。
有研究试图通过农户对地权安全性感知的差异来解释可能导致结论不一的原因，认为对于原有

地权安全性较低的村庄而言，农地确权可以显著增强其对地权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感知，进而促进其农

业生产效率的提升（Ｍａｒｋｕｓｓｅｎ，２００８；Ｍｅｌｅｓｓｅ 等，２０１６），而那些前期经历农地调整的农户则会导致其

削弱对农地产权的稳定性预期，并造成部分确权效率损失，耿鹏鹏等（２０２１）进一步将农地调整经历

进行大小分级，得到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对地权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感知仍停

留在农户自身的内源性差异。 虽然暂且认可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农地确权对农户激励效应的

相关关系，但这一关系积极与否以及农地确权对农户激励效应的强弱程度不仅取决于农户本身，其所

具备的外部约束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有研究表明，小农户与适度规模经营衔接

过程中劳动力成本增加（钟甫宁，２０１６）、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到位（周凤等，２０２３）、信贷不可得和抵御

风险能力差等多重约束都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王吉鹏等，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了国家应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涉农企业、农业专业化社会

化服务组织等以多种方式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近年来，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推

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重要支撑。 由此，单一地从农户对地权安全性感知的

内源性差异来解释农地确权效率决定的不一致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答农地确权政策效果不一的

疑问。
为弥补已有研究的缺陷，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给予补充：一是本文借助 ＤＥＡ 数据包

络分析模型根据农户投入产出测算农户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从农业生产经营

规模的优化程度、农户的生产性努力程度和农户综合资源配置能力三个维度综合分析农地确权的政

策效果，以更准确的识别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 二是本文将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在全国正式铺开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通过构造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结合倾

向得分匹配（ＰＳＭ－ＤＩＤ）法实证检验新一轮农地确权工作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有效克服了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 三是本文试图从外部约束条件视角，结合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从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

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两个层面来重新诠释农地确权的制度内涵，为不同外部约束条件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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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农业生产效率寻求逻辑一致的解释，并运用异质性 ＤＩＤ 模型探讨已有研究结论不一的可能原因，
由此揭示不同外部约束条件下农地确权效率决定的制度内涵。

二、农地确权：制度背景与内在机理

（一）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依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经历了一系列创新实践，在此背景

下，农民土地的产权强度逐步得以强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户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
中发［１９８０］７５ 号文件的发布明确指出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长期稳定性，农户的主体地位首次得

到肯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加之 １９９８ 年《土地管理法》和 ２００２ 年《农村土

地承包法》的颁布，农户在土地产权中的主体地位在法律层面上得以确立；二是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

性。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完善。 从 １９８４ 年提出农户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１５ 年不变”到 １９９３ 年的“３０ 年不

变”、２００８ 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长久不变”，再到 ２０１７ 年十九大宣布

的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３０ 年”，无疑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新型经营主体的预期也更为稳

定；三是农户土地产权的灵活性。 １９８８ 年《宪法修正案》和同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首次更正了

１９８６ 年《土地管理法》中对出租或任何形式的土地流转的明确禁止。 并从 １９８８ 年的允许“内部流转”
逐步发展为 １９９８ 年允许“村外流转”，最终在 ２００２ 年的《土地承包法》明确提出禁止村集体或当地政

府干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的土地流转。
至此，中国土地产权的农户主体地位及其稳定性和灵活性在法律规定下得以强化，然而，农户承

包权边界不清和不稳定的潜在问题依然存在，劳动力非农转移后诱发的“不在承包权”和“弱者种地”
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由此，２００８ 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做好农地的“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以此弥补农地产权登记制度上的缺失和土地调整带来的不稳定预期。 在这之

后，农业农村部从 ２００９ 年的小规模试点到 ２０１１ 年扩大试点范围，逐渐明确具体任务：厘清承包地“四
至”，建立注册登记管理制度、颁发正式法律表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试点相对成熟后，
２０１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明确提出 ５ 年内要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颁证工作，自此确权工

作由试点转向全面铺开，进而为本文识别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个天然

的“准自然实验”。
与以往土地确权改革不同，２０１３ 年以来的新一轮土地确权具有归属更加清晰、权能更加完整、保

护更加严格的鲜明特点。 此外，土地确权工作的完成是农地产权改革新的起点，而非结束。 农地产权

界定仅仅是农地产权改革的基础要求，更重要的是推动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的转变，指导第二轮土地

承包到期后三轮延包工作，进一步解决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因此，本文以 ２０１３ 年

和 ２０１５ 年为研究样本，探讨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将更具有现实意义，所得结论也

更具有现实适用性（郑淋议等，２０２３）。
（二）外部约束条件下农地确权生产率效应的内在机理

在本文看来，农地确权虽然能强化农户土地的主体地位、稳定性和灵活性，但农户对生产要素的

配置能力和使用效率以及专业化分工水平等一系列与农业生产效率直接相关的因素并不必然会因此

有所改善。 基于此，本文构建基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维度考察下的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理

论分析框架（见图 １）。
１.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率。 一是农地确权并不必然推动土地流转率的提高。 首先，

农地确权虽然强化了农户对土地的稳定性预期，但也进一步增强了农户对土地的占有权，以及长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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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定关系所衍生出的人格化财产特征带来的禀赋效应。 这种情况下，土地细碎化问题难以克服，村集体

组织或当地政府干预或调整土地的交易成本大大提高，公共品供给也较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刘
远风等，２０１８）。 其次，农地产权权属关系不明晰。 农地确权政策理论预期的基础是私人产品在市场

机制中有效配置，而“三权分置”下的农地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私人产品（陶善信，２０２１），其发挥土地

保障功能的集体所有权和承包权带有强烈的公共品属性，带有公共品属性的农地产权将大大降低经

营权在市场中的交易效率。 最后，确权后农地供给方的保留价格提升。 作为农地的供给方，农户转出

土地的前提是所得租金最低要与农地生产的机会成本相一致，而延长之后的土地承包期限增强农户

地权稳定性预期的同时，也扩增了农户农地利用的选择集，木本类等长期经济作物的潜在收益自然提

高了农户心中对自有土地的保留价格，相反，对需求方而言，农地确权前后的收益并没有改变，继而导

致土地流转市场中出现“高价无市”的现象。 因此，农地确权很难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实现对农业生产

效率的促进作用。
二是农地确权并不必然改善长期投资激励。 一方面，农户是否对农地进行投资以及投资多少的

决策，关键取决于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与投资损耗成本相抵后剩余的多少，农地细碎化经营背景没有改

变的情况下，农地投资所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钟甫宁等，２００９）；另一方面，经营权本质上是一种有

限制的权利，很难作为抵押物获得银行或金融机构的认可，即使小农户的承包经营权获得法律的认

可，但其天然的价值低、风险强和易纠纷的特性，也会造成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排斥（罗必良等，２０２０）。
因此，农地确权并不一定会促进农地抵押贷款的发生，也就是说，农户的信贷可得性不会因为农地确

权有所改善。 而信贷可得性的限制势必影响农户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进而造成效率损失。 农业

生产环节多、所需机械类型复杂、资产专用性较强，即使信贷可得，对农户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不仅可以为农户提供便利的农业机械、灌溉等服务，还可以缓解

农户面临的资金约束，解决农业生产资产专用性的固有劣势。
三是劳动力非农转移将弱化农地确权的生产率效应。 农地确权提升农户地权安全性感知的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洪炜杰等，２０１９）。 张兰等（２０２２）基于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降低了农户土地调整的意愿，直接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进

程。 此外，非农转移直接影响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加剧了农村部门农业经营主体老龄

化的态势，不仅对农业生产进程有所影响，且会直接影响信息化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新融合，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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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规模经营背景下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进而阻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使学术界将更多目光放在了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的关系上，认为农地确权的生产效率效应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郭恩泽等，２０２２；李宁等，
２０１７），但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农地确权后三权分置框架下虽然突破了小农经济结构的局限性，但
并未解决其所面临的地权约束，即不可抵押性，自然地，农业生产现代化所需的内生性金融体系也就

无法建立，依赖于农地规模经济的服务规模经济也就难以形成，进而造成效率损失。 此外，农户土地

主体地位强化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激励效应，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加深了农

村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阻碍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提升。 因此，本文认为，农地确权并未通过对土地、
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水平并不是决定农地确权生

产率效应的唯一因素。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农地确权并未通过要素配置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２. 农业现代化维度下农地确权的生产率效应。 土地产权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既定义了各主体权

利的边界，也是各主体权利博弈的基点。 只有将利益分配与权利分配的冲突收敛到均衡状态，才能实

现农地确权在农村农业生产中的政策预期。 农村部门农业生产效率可以与非农部门生产效率相媲美

的前提是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即农业生产过程需要具有规模化的生产与经营、新信息技

术的应用以及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等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 农户土地主体地位的强化进一步加深

了土地细碎化经营的生产方式，但这些经营方式高度同质化的小农户难以形成产品和服务差异化供

给，彼此之间由于缺乏合作，亦难以形成规模化或纵向分工，产业链难以延伸甚至无法形成，均导致生

产效率损失。 农地细碎化经营的背面其实反映的是农户经营地块互不相连，进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管

理和灌溉困难的实际问题（陈江华等，２０２０）。 在要素配置不足，要素生产效率不高的经营背景下，农
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经济组织的需求将日益凸现，增强农户对经济组织和社会化服务的可获得性，
将帮助农户充分享受农业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红利，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罗建强等，２０２１）。

诺斯提出，当经营主体期望获得的潜在收益在已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取得时，便形成了制度变迁的

诱致因素。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农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经营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黄
祖辉，２０１３）。 因此，在农地确权政策导向下，唯有将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有力组

织的高度同质性的小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建立以农户拥有土地承包权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以
土地入股成为合作社或农场的股东，依附于农民合作组织才可能在谈判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在交易

过程中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组织效率，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作为农民合作组织对内为农户提供社

会化服务，通过农机租赁服务等替代性投资和“劳务超市”等雇工搜寻平台以较低的搜寻成本和监管

成本缓解对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实现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简单替代（卢华等，２０２０），支撑农业生产经

营模式转变、促进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延伸农业生产价值链（蔡昉等，２０１６），对外以法人资格开展经

营活动，将有效避免农地确权后农业生产中不必要的效率损失，并形成对损失生产效率的补益。 因

此，从农业现代化维度进一步考察农地确权的生产率效应实有必要，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

究假说：
假说 ２：农业现代化水平是制约农地确权生产率效应的关键因素。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用于实证检验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是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抽样调查项目，旨在收集有关家庭微观层次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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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为分析中国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研究依据。 目前已分别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成

功实施五轮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与概率比例规模（ＰＰＳ）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抽取样本，样本涉

及全国 ２９ 个省份、３６７ 个县（区、县级市）、１４８１ 个社区，在全国、各省份和副省级城市均具有代表性。
特别地，ＣＨＦＳ 数据库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数据对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经营项目和土地资产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详细记录，尤其是关于农户是否获得新一轮农地确权证书、获得确权证书的具体时间以及其

家庭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的具体信息，加之本文研究的政策冲击点即为 ２０１３ 年土地确权工作在全国

范围的展开，因而，本文采用 ２０１３ 年数据和 ２０１５ 年数据作为平衡面板数据。 因此，相较于先前的土

地确权改革，探讨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郑淋议等，２０２３）。
由于本文试图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系，故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贾俊雪等，２０１９；李江一等，２０２１）：第一，将 ２０１５ 年的新增样本剔

除，保留追访样本；第二，将样本中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都没有农用地的农户样本剔除；第三，将通过取

值范围表示的不精确变量进行均值处理，将不同样本同一变量的单位以及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两年同

一变量的单位进行统一处理；第四，将关键变量有缺失和异常值的样本剔除；第五，为了保证双重差分

模型所要求的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受政策影响前具有同质性，同时也保证本文定义的农地确权一定是

“新一轮”农地确权，不会出现与旧农地确权效应重叠的情况，本文将在 ２０１３ 年及以前获得农地确权

证书的样本剔除。 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 ６３８１ 个有效样本。 在实证分析时，因部分变量存在正常

状态下的缺失值，实际汇报的有效样本量会有所不同。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１.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地确权和农业现代化水平。 鉴于本文双重差分模

型的要求，为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的同质性，本文将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领到耕地、林地、
草地和园地其中任一种农用地的确权证书的农户设为实验组，取值为 １，否则为控制组，取值为 ０。 此

外，本文通过农户农业生产的组织水平、社会化服务水平及有无灌溉设施来反映其所处的农业现代化

水平：一是农户的组织水平，若农户属于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中的一种，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二是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若农户土地适合大型机械操作，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三是

农业生产的灌溉设施，若农户农业生产过程中有专门的灌溉设施，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２.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生产效率∗。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基于投入

导向下的 ＢＣＣ 模型和 ＣＣＲ 模型测算出农业生产规模效率、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和农业生产综合效

率，分别反映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优化程度、农户生产性努力程度和综合资源配置效率。 用于测

算农户生产效率的投入指标为农业生产总投入、农业生产时间和农业经营规模，产出指标为农业总产

值。 其中农业生产总投入包括雇佣投入，种子、农药等农资品投入，租赁农用机械和车辆投入以及其

他农业生产成本；农业生产时间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总天数；农业经营规模为各类型农用地面积加

上转入面积减去转出面积的值；农业总产值为各类型农用地总产值的和。
３. 其他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并结合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李江一，２０２０），本文还控制了其

他可能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变量，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具体为户主的健康状况、
家庭老龄化、风险偏好、家庭成员、土地征收和信贷可得性。 其中，户主健康状况根据其自评健康 ５ 级

量化指标度量，若自评为“不好”“非常不好”赋值为 ０，否则赋值为 １；风险偏好根据其偏好的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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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Ａ 方法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产出对某一属类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一种方法。 一是本文

选用的投入产出指标适用于不同土地类型，是对农户生产情况的针对性反应，二是该方法本身具有相对性。 因此所得结果可以用于

比较



目类型来度量，若其偏好低风险或不愿意承担风险时赋值为 ０，否则赋值为 １；信贷可得性通过农户农

业生产贷款获得的难易度衡量，相对容易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 ０。 二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这类

变量会被个体固定效应吸收，但将其与时间固定效应交互可以控制不同特征农户的时间变动趋势，以
此进一步排除影响共同趋势假定成立的干扰因素，也可以捕获不同特征农户在不同年份受到的差异

化影响（李江一等，２０２１）。 主要包括农户户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五个变

量。 其中受教育程度通过数值 １～８ 分别表示文盲至本科及以上的不同学历。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项目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产出指标 农业总产值 农户生产农产品年产值的对数（元） ８. ９１９ １. ２３９

投入指标 农业总投入 农户农业生产总投入的对数（元） ８. ０４８ １. ２５５

农业生产时间 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总时间的对数（天） ６. ５２２ ０. ８０７

农业经营规模 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亩） １１. １９０ ２８. ６４０

被解释变量 农业规模效率 基于 ＤＥＡ 测算得到的农户农业生产规模效率 ０. ９１９ ０. ０７７

农业纯技术效率 基于 ＤＥＡ 测算得到的农户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 ０. ５５７ ０. ０７１

农业综合效率 基于 ＤＥＡ 测算得到的农户农业生产综合效率 ０. ５１２ ０. ０７２

主要解释变量 农地确权 已有确权证书：是＝ １，否＝ ０ ０. ３２８ ０. ４７０

组织水平
农户是否属于企业 ／合作社 ／农场 ／专业大户：是 ＝
１，否＝ ０ ０. ０２１ ０. １４２

机械程度 农户农地是否适合大型机械操作，是＝ １，否＝ ０ ０. ５８０ ０. ４９４

灌溉设施 农户土地是否有灌溉设施：是＝ １，否＝ ０ ０. ４０１ ０. ４９０

控制变量 健康状况 户主自评是否身体健康：是＝ １，否＝ ０ ０. ５９０ ０. ４９２

家庭老龄化 农户家庭成员大于 ６５ 岁占比（％） ０. ５７４ ０. ７４５

风险偏好 农户是否偏好高风险投资项目：是＝ １，否＝ ０ ０. ６０３ ０. ４８９

家庭成员数 农户家庭成员总数 ３. ３４８ １. ７５４

土地征收 农户土地是否曾经被征收：是＝ １，否＝ ０ ０. ０７３ ０. ２５９

信贷可得性 农户农业生产经营信贷是否可得：是＝ １，否＝ ０ ０. ３９４ ０. ４８９

少年占比 农户家庭成员小于 １６ 岁占比（％） ０. ２１２ ０. ２３８

婚姻状况 户主婚姻状况：已婚＝ １，其他＝ ０ ０. ８１７ ０. ３８７

年龄 户主年龄 ４７. ５１０ １６. ７２０

性别 户主性别：男＝ １，女＝ ０ ０. ７７７ ０. ４１６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程度 ２. ６３６ １. １３３

政治面貌 户主政治面貌：党员＝ １，非党员＝ ０ ０. ０６９ ０. ２５３

　 　 注：数据来源为作者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数据的计算结果

（三）研究设计

双重差分模型可以有效避免实证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农地确权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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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开展为本文识别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准自然实验。 由此，首先，本文

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Yｉ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ｉ × Ｄｔｔ ＋ β２ Ｔｒｅａｔｉ ＋ β３ Ｄｔｔ ＋ β４ Ｘ ｉｔ ＋ εｉｔ （１）
（１）式识别了三组方程，其中，Ｙｉｔ表示 ｔ 期农户 ｉ 的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

Ｔｒｅａｔｉ表示农户 ｉ 是否领到农地确权证书的二值虚拟变量，若农户领到证书，则属于实验组，赋值为 １，
否则为对照组，赋值为 ０。 Ｄｔｔ表示年份哑变量，２０１３ 年取值为 ０，２０１５ 年取值为 １。 进而将样本划分

为四组：确权前对照组（Ｔｒｅａｔｉ ＝ ０，Ｄｔｔ ＝ ０）、确权前实验组（Ｔｒｅａｔｉ ＝ １，Ｄｔｔ ＝ ０）、确权后对照组（Ｔｒｅａｔｉ ＝ ０，
Ｄｔｔ ＝ １）和确权后实验组（Ｔｒｅａｔｉ ＝ １，Ｄｔｔ ＝ １）。 Ｘｉｔ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向量，以此克服实验组和

对照组随时间变化的可观测特征差异可能导致的估计偏差。 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β０为常数项，β１、β２、
β３、β４表示待估计系数，特别地，在满足共同趋势假定条件下，β１即为农地确权政策效果的一致估计。

其次，为了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精度，降低估计系数方差，设定模型如下：
Yｉ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ｉ × Ｄｔｔ ＋ αｉ ＋ Yｅａｒｔ ＋ β４ Ｘ ｉｔ ＋ εｉｔ （２）

其中，α ｉ表示个体固定效应，Ｙｅａｒｔ为时间固定效应，其他变量与（１）式相同。 要指出的是 ＣＨＦＳ 数据

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没有对外公开县级和村级相关信息，只公布了省份和城市标识码，因此本文无法

确定市级以下的相关信息，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属于农户个体层面的变量，实证分析中控制县的个体

效应极易导致多重共线性（汪险生等，２０２１），且农地确权政策多以市为单位展开，因此对于本文而

言，控制市的个体效应即可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异质性的影响。
最后，为检验双重差分模型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借鉴相关文献，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事件研究法

来检验确权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是否符合平行趋势假定（马述忠等，２０２２）。 具体模型如下：

Yｉｔ ＝ β０ ＋ ∑
ｔ≠０

βｔ Ｐ ｉ ＋ αｉ ＋ Yｅａｒｔ ＋ β４ Ｘ ｉ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ｔ 为距离确权实施发生的年份时长，如 ｔ ＝ －１ 表示农户确权的前一年，Ｐ ｉ表示时间虚拟变量和处

理变量的交互项，如果 ＤＩＤ 满足平行趋势假定，那么当 ｔ＜０ 的时候，参数应不显著，即在确权前处理组

和控制组没有系统性差异。
此外，本文试图在上述模型基础上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一步克服由违背共同趋势假定所造成的

估计偏误问题。 一是控制不同特征个体的时间趋势，主要包括户主的婚姻状况、年龄、性别和受教育

程度以及政治面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分组不随机导致的内生性问题（Ｌｅｉｇｈｔ 等，２０１６）；二是采

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反事实框架”，与双重差分模型相结合（ＰＳＭ－ＤＩＤ），利用前者解决可能存

在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后者解决内生性问题（胡新艳等，２０２２）。 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

法找到与实验组特征相似的控制组并与实验组匹配，再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对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分

析。 可以有效保证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同质性，以满足共同趋势假定。

四、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分析重点考察农地确权政策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影响，从而识别

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更重要地，本文将探讨政策效果存在与否的原因。
（一）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 ２ 汇报了（１）式和（２）式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２（１）（２）列、（３）（４）列、（５）（６）列分别表

示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其中（１） （３） （５）列为加入控制变

量后基准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２）（４）（６）列为双向固定效应下的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表 ２ 的实证结果来看，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政策预期，很可能被过高估计了，这与罗必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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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对农地确权对农业要素市场发育相关关系的研究结论相符，并进一步佐证了其结论的可

信性。

表 ２　 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效率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业生产规模效率 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 农业生产综合效率

确权×处理年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５） （０. ２０４） （１. ５１４） （１. ２６５） （１. ３５１） （１. ３８７）

家庭老龄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２. ７６２） （－２. ０６３） （－３. １４３） （－２. ９２９） （－４. ７９７） （－４. ０８３）

信贷可得性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１. １７１） （０. ８７４） （１. ６５９） （０. ３３８） （２. ３１８） （１. ０１５）

家庭总人数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４９０） （１. ９９２） （－２４. ６０２） （－２２. ４６０） （－２２. ０３７） （－１９. ５５１）

土地征收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２. ０３６） （－１. ６８１） （０. ３０６） （０. ９７９） （－１. ２８１） （－０. ３０４）

风险偏好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０

（－３. ２８０） （－１. ０７９） （－３. ９７０） （０. ９６４） （－５. ６９７） （０. ０９７）

健康状况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５∗∗∗

（２. １０９） （２. ０１４） （８. ５１５） （７. ２３８） （８. ９００） （７. ９１６）

时间固定效应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城市固定效应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９２９∗∗∗ ０. ９１９∗∗∗ ０. ６０６∗∗∗ ０. ５９２∗∗∗ ０. ５６２∗∗∗ ０. ５４３∗∗∗

（３０１. ７６７） （２３８. ８４７） （１９８. ０６２） （１７１. ９６２） （１８７. １１１） （１５８. ３９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３７８　 ５３７６　 ５３７８　 ５３７６　 ５３７８　 ５３７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０７ ０. １１２ ０. １２１ ０. ２２９ ０. １０７ ０. ２４８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 下同

１.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影响。 表 ２ 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政策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没

有显著影响，并且在控制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之后，农地确权政策的估计系数符号由负变为正，且其

他控制变量的符号并未发生改变，表明农地确权政策的政策效果在不同城市和年份之间的确存在显

著差异。 尽管农地确权政策从实施之初就被寄希望于通过推动土地流转进而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

营，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中对这一预期结论不一，程令国等（２０１６）的
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罗必良等（２０２０）的研究则表明农地确权

并未对土地流转市场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也直接回应了农地确权的政策预期，
即当前农地确权政策尚未优化农户生产经营规模效率。 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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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农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并没有充分发挥农地确权蕴含的政策含义，无论是否可以推动土地流转率

的提高，对于没有组织依靠的农户个体而言意义都不是很大，这一点在下文会详细探讨。
２.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的影响。 表 ２（３）列和（４）列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

纯技术效率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 结合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结论，可以认为农户不仅没

有达到最优生产规模，其在一定规模上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也没有达到最优。 可能的原因即在农业

生产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农户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并没有因为农地确权而有明显提升，事实上，
早有文献质疑农地确权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改善作用（钟甫宁等，２００９），也就是说，不能寄希望于通过

农地确权来改善农户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该水平的提升还是需要依靠农户自身的生产性努力程度以

及其所属合作组织为其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这些是决定农地确权政策预期是否可以达成的关键

要素。
３.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的影响。 从表 ２（５）列和（６）列可知，农地确权同样未能对农业

生产综合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一方面是对前述结论的佐证，另一方面也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户

的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具体来看，可以发现不论是有无加入固定效

应，其结果均不显著。 表明这一结果在不同城市和年份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 耿鹏鹏（２０２１）发现相

对于土地流转和信贷可得性而言，劳动力投入在地权稳定性对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的影响中具有完全

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的提高对劳动力要素的要求较高，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

力资本一直居低不升的话，那确权政策的效果与预期肯定是不一致的。 至此，假说 １ 得证。
（二）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表 ２ 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根据模型（３）的事件研究法来检验

确权实施前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其他层面特征对控制组和处理组是否是类似的，以此验证

ＤＩＤ 模型的回归结果是否有效。 结果如图 ２ 至图 ４ 所示，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生产规模效率、
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下的情形。 各图上下虚线为 ９５％置信区间估计区域，这里将确权实施当年

（ｔ ＝ ０）为基准年，但为了形成对照，本文将其在图中同步显示。 不难发现，在确权前，各交互项系数的

９５％置信区间估计均包括水平线 ０，即交互项系数不显著地异于 ０，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确权实施

前没有系统性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图 ２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

效率的平行趋势检验
图 ３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纯技术

效率的平行趋势检验

２. 不变特征的时间趋势。 如上文所述，农地确权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非随机性可能导致确权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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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的平行趋势检验

与未确权农户之间存在异质性，因而很可能无法满足共同趋势假定。 为此，本文在前述模型基础上进

一步控制不同特征农户随时间变动的趋势。 表 ３ 报告了控制不同特征个体时间趋势后的回归结果。
具体来看，可以发现控制时间趋势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影响在双向固定效应下的回归

系数符号与基准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系数符号一致，表明考虑农户不变特征随时间变动的趋势后，农
地确权的政策效果在不同城市和年份之间不再有明显差异。 再看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和

综合效率的实证结果，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不控制时间趋势时的估计结果均一致。 由此表明本

文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３　 控制不同特征个体的时间趋势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业生产规模效率 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 农业生产综合效率

确权×处理年份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５８７） （－０. ６１２） （１. ４６７） （１. ４１０） （０. ９９１） （１. ０２８）

家庭老龄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２. ７０４） （－２. ０９４） （－３. ３６７） （－３. ２８） （－４. ９７８） （－４. ４２７）
信贷可得性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１. ８６１） （１. ３７７） （１. ００２） （－０. ３２） （２. １３２） （０. ７３３）
家庭总人数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１. ０９３） （２. ５９５） （－２４. ６９３） （－２２. ２１０） （－２１. ７３９） （－１８. ９４４）
土地征收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２. ２３６） （－２. １６９） （０. ８４０） （１. ６００） （－０. ９０８） （－０. ０４３）
风险偏好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１

（－３. ５４５） （－０. ８３８） （－４. ６４９） （０. ２７０） （－６. ３９６） （－０. ３１１）
健康状况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６∗∗∗

（１. ８９８） （１. ８０２） （８. ８６０） （７. ８４０） （９. １１６） （８. ３３５）
时间固定效应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城市固定效应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常数项 ０. ９２８∗∗∗ ０. ９１５∗∗∗ ０. ６０８∗∗∗ ０. ５８８∗∗∗ ０. ５６４∗∗∗ ０. ５３８∗∗∗

（２９８. ６２６） （１９３. ０１０） （１９６. ７６４） （１３９. ４２０） （１８５. ７０２） （１２７. ８９５）
样本量 ５１０２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２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２　 ５１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１０ 　 ０. １１６ ０. １２９ ０. ２３７ ０. １１３ ０. ２５４

　 　 注：各模型分别控制了不变特征的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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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再估计。 共同趋势假定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充分条件就是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同质性，即分组的随机性。 为满足这一条件，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ＰＳＭ－
ＤＩＤ）模型来估计（２）式，得到农地确权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用核匹配和近邻匹配两种匹配方法进行了倾向得分匹配，具体结

果如表 ４ 所示，可以发现两种匹配方法下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上都较为一致，匹
配前后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也没有明显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在倾向得分匹配前的实验

组与对照组已经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共同趋势假定已基本满足。 而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得到的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的回归结果更具稳健性。 从结果可以看出两种匹配方式下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

效率的影响均为负，对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影响均为正，且均不显著。 再次表明，即使

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上文结果仍然稳健，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并未达到政

策预期。

表 ４　 农地确权政策的 ＰＳＭ－ＤＩＤ模型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业生产
规模效率

农业生产
纯技术效率

农业生产
综合效率

农业生产
规模效率

农业生产
纯技术效率

农业生产
综合效率

核匹配 近邻匹配

确权×处理年份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６４７） （１. ４１７） （１. ０１７） （－０. １７０） （１. ５４２） （１. ３４３）

家庭老龄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２. １６１） （－３. １５９） （－４. ３６０） （－５. １２４） （－０. ５９５） （－４. １５３）

信贷可得性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１. ２５６） （－０. ２９８） （０. ６８５） （２. ６４８） （－１. ０３８） （０. ９１７）

家庭总人数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０∗∗∗

（２. ５７３） （－２２. １３７） （－１８. ８９６） （２. １８６） （－２０. ３０６） （－１７. ７４６）

土地征收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２. ２２０） （１. ５６４） （－０. １００） （－１. ７１６） （１. １４５） （－０. ２０１）

风险偏好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８３１） （０. ２８９） （－０. ２９１） （－０. ６４３） （３. ４９７） （２. ７９３）

健康状况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１. ８０１） （７. ８１７） （８. ３１５） （３. ５１４） （７. ６０９） （９. ３９２）

样本量 ５０９２ ５０９２ ５０９２ ４６２１ ４６２１ ４６２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１１６ ０. ２３７ ０. ２５５ 　 ０. １６４ ０. ２８７ ０. ３０９

　 　 注：各模型分别控制了不变特征的时间趋势、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

五、对确权政策效果未达预期可能原因的针对性探讨

（一）模型设定

上述模型设定中有一个一般性假设“同质性处理效应”，即假设所有农户在确权之后的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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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同。 对农地确权制度背景和内在机理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此假定一方面太苛刻，另一方面并

不符合实际情况。 即使同属于一个村的农户，其受农地确权政策影响的程度也将有明显差异。 事实

上，农业经营主体受地权稳定性激励作用下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否是正面的，取决于农户的农业

现代化水平，具体地，本文从农户生产的组织化水平、机械程度和灌溉设施三个角度刻画农业生产的

现代化水平。 以此来区分不同农户所受的异质性处理效应。 具体于模型设定，即在经典 ＤＩＤ 的框架

下引入异质性处理效应，通过三重交互项，构建异质性 ＤＩＤ 模型如下：
Yｉ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ｉ × Ｄｔｔ ＋ τ Ｔｒｅａｔｉ × Ｄｔｔ × Ｇｒｏｕｐｉ ＋ αｉ ＋ Yｅａｒｔ ＋ β４ Ｘ ｉ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Ｇｒｏｕｐ 为二值变量，当农户属于普通农户（不属于合作社、家庭农场或农业企业等农业组织）、没
有灌溉设施或农地不适合大型机械操作的时候，赋值为 ０，否则赋值为 １。 对于 Ｇｒｏｕｐ ＝ ０ 那类实验组

农户，其处理效应为β１，而对于 Ｇｒｏｕｐ＝ １ 那类实验组农户，其处理效应则为β１＋τ，也就是说只要三重

交互项的系数是显著的，就可以说明农户所受的处理效应是具有异质性的，也就可以进一步通过实证

模型检验前述理论分析中的所得结论，即探寻基准模型分析中农地确权政策效果未达预期的可能

原因。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 ５ 中的回归结果分别展示了组织水平、机械程度和灌溉设施这些外部约束条件下，农地确权政

策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影响效应，将各类农户精准识别并加以比较。 从表 ５（１）列和（２）列可以看

出加入考察组织水平的三重交互项后，无论是否控制不变特征的时间趋势，农地确权的双重差分结果

仍然与前文实证结果一致为负，与理论预期相符的是加入组织水平交互之后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对于组织水平较高的农户而言，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其农业生产规

模效率的提高，之所以总体来看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推动作用未达预期，很可能的原因就

在于小规模经营无力承担高昂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效率低下，阻碍了农地确权政策效果的发挥。 进

一步看加入机械程度和灌溉设施的交互项之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机械化程度较高和灌溉设施完

善的农户，回归系数为正，且分别在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即机械程度和灌溉设施完善情况将显著

强化确权农户的农业生产规模效率。 进一步从（４）列和（６）列结果可以看出，机械程度不高和灌溉设

施不完善的农户，其农地确权政策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影响系数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从

（２）列结果可以发现，组织水平不高的农户，其对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影响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
这表明与组织水平相比，农户农地的可机械操作程度和所拥有灌溉设施的完善情况对农业生产规模

效率的制约更为明显，即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否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影响更为直接。 社会化

服务水平的提高将通过推进农业分工深化降低生产交易成本，拓宽土地规模经营维度，推进土地适度

规模经营。
从表 ６ 的估计结果来看，分别加入三重交互项之后得到的处理效应均不显著，具体来看，农业组

织水平较高的农户，其经历农地确权政策后对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虽然结果并不显著，
但这一结果也说明了农户的生产性努力程度与其加入农业组织这一事实存在反比关系，可能的原因

即在于加入农业合作组织后，农户自身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将有所下降，组织水平的差异将诱发确权

农户不同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是对农业组织逐渐形成不同程度的依赖性，进而导致不加入农业合作组

织的农户反倒有更高的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 从（３） ～ （６）列估计结果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

高低对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也就是农户生产的努力性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即在于社会化

服务水平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路径主要在于对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升，各生产环节分别交由专业

组织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生产努力性程度不仅不会提高，反倒可能会因此降低，节省出更多时

间投入到非农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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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决定的进一步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确权×处理年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８１） （－０. ９２７） （－１. ２２９） （－１. ９８７） （－１. ４０８） （－２. １８６）

确权×处理年份×组织水平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４∗∗

（２. ０６９） （２. ３６３）

确权×处理年份×机械程度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２. ０４５） （２. ２６９）

确权×处理年份×灌溉设施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２. ８８８） （３. ０５９）

家庭老龄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９６５） （１. ４７７） （０. ８６３） （１. ３７４） （０. ８８６） （１. ４０９）

信贷可得性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２. １２１） （－２. １７７） （－２. １２３） （－２. １５６） （－２. １００） （－２. １３５）

家庭总人数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２. ０１９） （２. ６１６） （１. ９６５） （２. ５６２） （２. ０２６） （２. ６２２）

土地征收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１. ６８３） （－２. １７５） （－１. ６８８） （－２. １８０） （－１. ６９２） （－２. １７５）

风险偏好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１. １１４） （－０. ８８４） （－１. １３２） （－０. ９０３） （－１. ０７０） （－０. ８１５）

健康状况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１. ９７３） （１. ７６０） （１. ９７５） （１. ７５３） （１. ９７３） （１. ７６４）

不变特征时间趋势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常数项 ０. ９１９∗∗∗ ０. ９１５∗∗∗ ０. ９１９∗∗∗ ０. ９１６∗∗∗ ０. ９１９∗∗∗ ０. ９１５∗∗∗

（２３８. ９２７） （１９３. ０９８） （２３８. ８０２） （１９３. ００９） （２３９. ０２２） （１９３. １７５）

样本量 ５３７６ ５１００ ５３７６ ５１００ ５３７６ ５１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７

　 　 注：各模型分别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 下同

因为农业生产效率存在“农业综合生产效率 ＝农业生产规模效率×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的关

系，因此，通过观察农业组织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与农地确权交互项对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的影响，
可以进一步明晰外部约束条件对农地确权政策效果的总体影响。 从表 ８ 的估计结果来看，农地确权

影响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的效果并没有因为组织水平的高低而有所差异，虽然结果为正，但不管是有无

控制不变特征的时间趋势，结果均不显著。 相比之下农业社会服务水平显著影响了农地确权政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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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发挥。 进一步看可以发现，当农户机械程度较低或灌溉设施不完善时，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综合

效率的影响都变为了负数，反之则显著为正。 结合上文表 ６ 所得结论，加之此处对（２）（４）（６）列结果

的比较，可以进一步明晰，与组织水平相比，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水平（机械程度和灌溉设施）对确

权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强化作用更为突出。

表 ６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决定的进一步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确权×处理年份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１. ２７７） （１. ５３７） （－０. ０７４） （０. ２８６） （０. ８２９） （１. ２４１）

确权×处理年份×组织水平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７

（－０. １７５） （－１. ０４４）

确权×处理年份×机械程度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１. ４９５） （１. １０７）

确权×处理年份×灌溉设施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４２０） （－０. １１４）

家庭老龄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２. ９２２） （－３. ２３６） （－２. ９７２） （－３. ３０４） （－２. ９３４） （－３. ２７３）

信贷可得性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３３０） （－０. ３６７） （０. ３３０） （－０. ３２４） （０. ３４０） （－０. ３２３）

家庭总人数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２２. ４５８） （－２２. ２１４） （－２２. ４８１） （－２２. ２２１） （－２２. ４５２） （－２２. ２０４）

土地征收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９７９） （１. ５９８） （０. ９７５） （１. ５９１） （０. ９７８） （１. ５９６）

风险偏好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９６７） （０. ２９１） （０. ９２５） （０. ２３９） （０. ９６５） （０. ２７０）

健康状况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７. ２３９） （７. ８５８） （７. ２０９） （７. ８１４） （７. ２３１） （７. ８４１）

不变特征时间趋势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常数项 ０. ５９２∗∗∗ ０. ５８８∗∗∗ ０. ５９２∗∗∗ ０. ５８８∗∗∗ ０. ５９２∗∗∗ ０. ５８８∗∗∗

（１７１. ９４５） （１３９. ４２３） （１７１. ８９８） （１３９. ３４１） （１７１. ９４９） （１３９. ４０６）

样本量 ５３７６ ５１００ ５３７６ ５１００ ５３７６ ５１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２９ ０. ２３７ 　 ０. ２２９ ０. ２３７ ０. ２２９ ０. ２３７

综上可以发现，农业现代化水平这一外部约束条件的不同，的确是造成农地确权政策效果不一的

主要原因，假说 ２ 得证。 通过对农业生产的组织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具体考察，可以看出，组织水

平是农地确权影响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主要约束条件，农业生产组织水平的提升对于提高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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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规模效率具有实际意义。 此外，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也就是农户生产

努力性程度的影响并不受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并没有因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

升，而使农户生产努力性程度因此改善。 总体而言，要想推动农地确权政策在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有符

合政策预期的稳定的促进作用，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是重中之重，两者应相辅相成，单腿走路注

定是走不远的。 未来的农业生产组织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应当是具有充分弹性的，能够像二三产业的

产业链一样实现专业化分工，形成与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相符的具有弹性的经营制度、土地制度和生产

方式。

表 ７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决定的进一步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确权×处理年份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１. ２３４） （０. ９６３） （－０. ８１１） （－０. ９３２） （－０. ０６７） （－０. １４９）

确权 ×处理年份 ×
组织水平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７

（１. ０１９） （０. ４０７）
确权 ×处理年份 ×
机械程度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２. ７２１） （２. ４９２）
确权 ×处理年份 ×
灌溉设施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２. ２４７） （１. ８４６）
家庭老龄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４. １１０） （－４. ４３９） （－４. １６４） （－４. ４９６） （－４. １１２） （－４. ４５１）
信贷可得性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１. ０５９） （０. ７５０） （１. ００１） （０. ７３０） （１. ０２４） （０. ７５２）
家庭总人数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１９. ５３６） （－１８. ９３９） （－１９. ５９８） （－１８. ９９０） （－１９. ５３２） （－１８. ９３４）
土地征收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４） （－０. ０４４） （－０. ３１１） （－０. ０５４） （－０. ３１１） （－０. ０４５）
风险偏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０） （－０. ３１８） （０. ０２６） （－０. ３８３） （０. １０４） （－０. ２９６）
健康状况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７. ８９４） （８. ３２６） （７. ８６７） （８. ２８２） （７. ８８５） （８. ３１２）
不变特征时间趋势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常数项 ０. ５４３∗∗∗ ０. ５３８∗∗∗ ０. ５４４∗∗∗ ０. ５３９∗∗∗ ０. ５４３∗∗∗ ０. ５３８∗∗∗

（１５８. ３９７） （１２７. ８８４） （１５８. ４６９） （１２７. ９５１） （１５８. ４６１） （１２７. ９２６）
样本量 ５３７６　 ５１００　 ５３７６　 ５１００　 ５３７６　 ５１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４８ ０. ２５４ 　 ０. ２４９ 　 ０. ２５５ 　 ０. ２４９ 　 ０. ２５５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新一轮农地确权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这一政策实施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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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调查的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调查数据，考察农地确权工作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推动作用是否符合政策

预期，更重要的是，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探讨了农地确权工作政策出现当前效果的可

能原因，为当前中国农村推动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具有理论与实证双重

支撑的科学参考。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农地确权政策对于土地流转率和农户的长期投资激

励并不必然起到推动作用，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的激励作用，农地确

权政策的实施并未通过要素配置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二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足是导致农地

确权政策实施效果未达预期的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农户所处的农业组织水平、其农地生产的机械化

程度和灌溉设施的完善情况。 三是与农业纯技术效率相比，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推动作

用受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更大。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首先，在中国情境下，基于产权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导向并不必

然与事实相符，政策决策者有必要为巩固新一轮农地确权成果提供有效促进城乡要素配置效率、社会

化服务水平和农业生产组织水平等相关的配套制度设计，这不仅可以促进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更有助于实现理论导向、政策导向与现实导向的相互呼应。 其次，农地确权工作的推开并不是一个简

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其背后需要整个农村农业生产全方位基础设施的配套。 政策决策者在推

动农地确权工作展开的过程中，需要强调该政策对当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可应用性，分别对具备不

同生产现代化经营条件的农户或生产大户给予相匹配的政策支持，以此提升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
最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率，政府要加强对小农户的扶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切实搭建

起农业生产组织化和社会化服务的双驱动引擎，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支持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

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各类主体大力发展多元化生产托管服务，加快小农户向

农业生产专业户的转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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